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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改革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文学革新运动，主要针对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而发动的。这场文学运动同时对诗、文进行革新，它与政治斗争关系非常密切。北宋政治改革促进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 同时诗文革新运动也加速着政治改革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革新理念。并刺激了当时北宋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在这期间涌现出了大批的政治改革家和文学革新运动倡导者，同时有范仲俺、尹洙、王安石等即是政治改革家也是文学革新运动的发起者。
北宋成立初期，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较为安宁、经济也得到相干映的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人便陶醉于太平，对社会歌功颂德、吟风弄月， 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和众多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并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大批人士推崇韩愈、白居易，形成了与当时诗词成对立的文风。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发起的，其发展过程也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开始是初发阶段,开创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人，针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低下，他们各自都提出了相应的古朴文风，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太多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偁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柳开首举“尊韩”的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
第二阶段从宋仁宗时期开始，也是整个运动形成高潮的阶段，诗文革新运动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及王安石、曾巩等人。

北宋中期，鉴于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政治上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于是拉开了北宋改革序幕。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年间，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发起政治改革，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庆历新政只推行一年，因触犯了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便在“朋党论”的烟雾中消沉了。
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他是第二阶段高潮的发起者，他的作用也是无语论比的。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声势
范仲淹一生致力于政治改革,同时主张诗文革新,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行者之一, 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

在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位期间总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不在乎名利，正道直行以满腔热情报效国家，面对贪官污吏他在朝中屡次直言，与黑暗势力做斗争。他们在朝中屡次直言，与宰相夷简为首的朋党矛盾日益激发，他的亲朋好友为他提心吊胆，劝他勿去招惹祸机，甚至有一些旧友还害怕被子连累，但范仲俺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宁呜而死，也不默而生！”，一干朋友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他虽然多次被贬，但他的名望却越来越大了。范仲俺被贬苏州时，因治水有功被调回京城，升任开封知府，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使得开封府就“肃然称治”。并且认识了膝宗谅、欧阳修、孔道辅、富弼等大批同志之士，一起为国家的发展，为百姓的利益着想，培养了他的思想道德修养，为写千古名文《岳阳楼记》埋下了伏笔。所谓妙笔生花，从骨子里反映和凸现的是文人想象的空灵与才智乃至灵魂，文化的力量是潜藏蛰伏而伟大的。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宋朝西北边境开始紧张。西夏对大宋突然挑衅，范仲俺以副帅名义调至西线，此时他五十二岁。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头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挂帅赶赴延州。他亲临前线视察，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面对战争给边民带来的的沉重灾难，范仲俺的心情十分的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反映了当时边境生活的艰辛。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平息叛乱，反对侵略和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因一方面，也描写了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以及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这种复杂苦闷的心情，是与当时宋王朝对内对外政策密切相关的，文章抒情为主，苍凉悲壮，慷慨生哀，较平地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之前的词风的新艺术风貌。以其意境苍凉，声情悲壮而咏唱不衰。
范仲俺针对现实，曾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受到了欧阳修等大批人士的支持，但北宋王朝当时主要力量用于对内部人民的镇压，而对辽和西夏的叛乱侵扰，则基本采取亲和。这就招致了对辽和西夏用兵的失败，结果反而加速了国家的危机，范仲俺在抵御西夏的斗争中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建议，一心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一连数日，他都马不停蹄地视察。
范仲俺是一代文学家，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也激励青年学士朝这些方面发展，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他的词中较早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晚唐五代以及北宋初期婉约词风的新艺术风貌，其意境苍凉，深情悲壮而咏唱不衰，虽然他的词仅存五首，但每一首词都能表现出他的品行和做人的准则。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因此可说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的政治以及为诗文革新运动作贡献，也带动了大批文人政客参与其中，推动了整个革新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李觏便要求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上李舍人书》、《上宋舍人书》、《原文》）。尹洙摒弃骈文，全身心致力于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写作。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提倡“道德胜而后振”（《上孙冲谏议书》）。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要求诗叙人情、状物态，景与意会，达到“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有力地打击了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

稍后于苏、梅时的欧阳修，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为官清正，同情人民疾苦。他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在文学上的贡献特别大，成为北宋文学革新的旗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反对北宋初靡丽颓废的文风，所写的散文能反映现实生活、敢于抨击腐败的权贵，并且说理通达、抒情委婉、感染力很强。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有：

第一、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

第二、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

第三、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靖二年（1057）担任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

第四、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内容充实，形式新颖，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收了韩愈诗散文化的特点。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取得非常大的胜利。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至哲宗时期，是运动的完成阶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取材》）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庆历新政结束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大宋帝国的社会危机、边疆危机、经济危机依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负责帝国的变法事宜。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对于熙宁变法反对者很多，其中有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有因变法利益受损的势官权贵，再加变法的前卫性远远超出整体社会的承受力以及王安石用人不当，因而变法还遭到原本支持改革的以苏轼为首的中隐派的反对(其中有王安石的兄弟王安国王安礼)。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变法运动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是因为缺少权力集团的支持,还有就是变法矫枉过正、过于极端、有失理性。但每项新法在推行后，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答司马谏议书》是他的代表作。这篇文章写与熙宁三年（1070），是为答复司马光对新法的攻击而写给他的一封信。这篇文章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而它本身又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因而它不同于那种装腔作势、无病呻吟、为作文而作文的文章。作为一篇论辩性的政论散文，它的特色是有战斗性，是战斗的文章，表现出战斗的风格。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在这场政治改革中, 苏轼一方面支持改革,另一方面又对新法的前卫性表示不满.他认为变法不可急功锐进,应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循序渐进,特别是对文化方面的改革(科举制度的改革),他非常反对,他认为,科举选才,道德风俗乃国之根本,不可轻易触动. 苏轼在地方上做官时,对新法的流弊,他常“托事以讽”，对其合理部分，又在执行时“因法以便民”。元佑年间，旧党执政时，苏轼又坚持反对全面废除新法。因而他得不到新旧两党任何一方的信任与谅解，一生仕途不得志，两袖清风。虽然苏轼在政治上受到排斥，但他却不改变“深淘滩，低作堰”及利国利民的政治改革理念。不任他在何处任职，他始终如一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忠，从不以个人好恶或政治偏见而有所依违。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诗歌方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给后代诗派以深刻的影响。他们之中有一大部分即是政治家，改革家同时也是文人，这样更加推动了政治与文学的发展，因此北宋政治改革与诗文革新运动是是紧密相连，互相促进的。

北宋诗文改革大致经过了上述几段，在这期中都夹杂着大量形式的政治改革，北宋诗文改革取得的成就与政治改革分不开的，政治改革使得诗文运动更有方向性，使运动不段扩大。相对政治改革也离不开诗文的发展，有了前者的支持扩大了政治改革的影响，激励着政治改革朝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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